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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食品安全演进、特征与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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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随着经济发展及居民生活水平提升，食品安全备受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

注。基于“环境变迁—要素涌现—实践特征—演进趋势”系统逻辑，将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食品安全演

进划分为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关键阶段、共享阶段四阶段，立足“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剖析

我国食品安全市场供给与科技支撑，监管制度与风险归因，多方主体与健康素养，揭示我国食品安全实

践特征及关键问题。面对食品安全领域新变化及新挑战，提出落实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愿景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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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以来，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

日益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食品安全领域不充分不

平衡问题的重点任务是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将食品安全界定为“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有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

慢性危害”。食品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概念，涵盖食品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营养安全［1］。当

前，食品安全主要是指食品质量安全。构建严密高效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是保障我国消费者人身

安全，维持社会和谐稳定，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保证。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国食品安全发

展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总体形势稳定向好。据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通告，2018 年第三季度全国食品样品监督抽检合格率为 97. 6%，食品安全监管成效显著。
然而，由于质量安全标准体系不健全，监管体制效率低，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冷链物流设施相对落

后等弊端，导致食品生产加工流通环节存在采用过期原材料，农药残留超标，假冒伪劣、以次充好

等食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厘清我国食品安全演进脉络，剖析我国食品安全实践规律，研判我国食品安全美好愿景，对于

夯实我国食品安全战略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学者们对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展开了相关研

究。周洁红等回顾改革开放 40 周年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发展历程、存在问题，借鉴欧美经验提

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未来展望［2］; 文晓巍等基于政策法规、主流期刊、权威媒体三维视角，对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以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关注重点变迁及内在逻辑进行梳理［3］; 王可山和苏昕对

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食品安全政策演进各阶段特征进行了梳理，重点揭示了我国食品安全政策

变迁的主要特征［4］; 靳明和陈雯基于供给侧改革与消费端刺激的相关理论及制度变迁理论，分析

了我国乳制品行业制度变迁历程、方式与政策特征［5］; 李亘等指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有待优

化，存在监管各环节协调能力不足，监管制度落实不到位等困境［6］; 胡颖廉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

析方法构建环境—目标—制度分析框架，对我国食品安全理念与实践进行全面分析［1］; 王常伟

和顾海英梳理我国食品安全保障体系阶段性历程的特点并分析各阶段关键性问题［7］; 曾蓓和崔

焕金运用政策演进回溯方法回顾 1978—2011 年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的政策调控历程，对比分析

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的内生性调控政策和外生性调控政策［8］; 文晓巍和刘妙玲对我国 2002—2011
年食品安全事件的关键成因、薄弱环节、危害程度最大环节和监管“软肋”进行了全面分析［9］; 刘

鹏从监管者、监管对象及监管过程的综合视角对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以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历

史与现状进行描述，探讨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改革方向［10］; 邓刚宏提出构建食品安全社会

共治体系是未来改革的趋向［11］。由此可得，以往研究成果大多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历程为逻

辑线索，围绕我国食品安全发展轨迹、现状与问题展开，重点关注我国食品安全政策、理念、保障

体系和监管体制等。然而，食品安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供应链环节长、构成要素复

杂、参与主体多，已有成果较少从系统整体视角研究我国食品安全演进脉络、内在机理与发展趋

势。基于此，立足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研究背景，描述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以来我国食品安全发

展阶段，运用系统方法论深入分析我国食品安全要素涌现、制度更迭和主体创新，在总结我国食

品安全成就基础上，展望我国食品安全多方参与社会共治新格局，构筑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需求的共同愿景，为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推进新时代我国食品安

全再续新篇。

二、我国食品安全发展审视:一个系统框架

我国食品安全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系统整体视角进行回顾与深度

探析。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来，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农业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科技创新驱动

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我国由传统农业粗放型增长模式转为集约经营模式，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不断提升，1952 年我国农业总产值约为 396 亿元，2018 年增至 61452. 6 万亿元，约为

1952 年的 155 倍; 以水产品为例，1949 年我国水产品总产量仅为 45 万吨，2018 年水产品总产量

增至 6469 万吨，约为 1949 年的 143 倍。全面地、深入地审视我国食品安全发展轨迹与问题，揭

示我国食品安全实践特征与主要症结，描绘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美好愿景，必须构建系统分

析框架。
系统由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的要素组合而成，系统要素与特定的系统外部环境产生动态调适

的交互作用，系统结构和系统功能随着时间推进不断演进，实现系统整体效益最优［12］。WSＲ 系统

方法论提出，系统要素包括物理、事理和人理三维度，其中，物理是指产品、设施设备、场所和科技

等管理对象的特征及客观规律，通常要用自然科学知识回答“物”“是什么”的问题，是食品安全监

管的基础和前提; 事理指感知、认识、安排和组织客观事物之间规制制度和宗旨理念等关联关系，

通常运用运筹学与管理科学方面的知识解决“怎样去做”的问题，是食品安全监管的保障; 人理指

研究系统中相关参与主体各自的职能和职责，通常要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知识回答“应当怎样做”
和“最好怎么做”的问题，是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效率的重要途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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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食品安全系统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国食品安全处于各个时期

特定的产业经济、社会文化和资源科技环境中，食品安

全涉及从田头到餐桌的食品供应链生产环节、流通环

节和消费环节全过程，涵盖产品、科技、人才、监管制

度、法律法规和健康素养等要素，需要企业、政府、媒

体、行业协会、科研单位等第三方机构，以及消费者和

公众多方参与［14］。基于系统论视角 ( 见图 1 ) ，遵循

“环境—要素—特征—趋势”系统逻辑，分析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我国食品安全“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环

境，厘清市场供给与科技支撑、监管制度与风险归因和

多方主体与健康素养的“物理—事理—人理”系统要

素，揭示我国食品安全各阶段特征规律，展望食品安全

发展趋势。

三、我国食品安全环境变迁及演进脉络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纵观我国产业经济、社会文化和资源科技环境发展，立足食品领域市场

供给与科技支撑、监管制度与风险归因、多方主体和健康素养等变化，结合食品数量安全、食品质

量安全和食品营养安全理念特征，将我国食品安全演进划分为四阶段，从系统环境和系统要素视

角分析我国食品安全演进脉络。
(一)萌芽阶段(1949—1977 年):解决人民温饱，关注数量安全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经历自然灾害，人民群众解决基本温饱

需求与食品供给严重短缺产生矛盾，食品安全关键任务是保证食品数量安全。同时，由于食品安

全政府监管体制不完善，食品安全科学技术落后，消费者健康素养偏低，食品安全监管重点侧重于

食品卫生防疫管理。
从市场供给与科技支撑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导致

农副产品供应量严重不足，农产品深加工水平低下。1952 年我国粮食产量 16392. 5 万吨，人均粮

食占有量为 285. 2 公斤，仅为 FAO 粮食安全线的 71. 3%［15］。1958 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

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加之受随后 1959 年至 1961 年三年困难时期影响，农产品产量大幅下降，

1962 年粮食产量为 15441. 4 万吨，仅为 1977 年粮食产量 28272. 5 万吨的 54. 6%，我国面临食品数

量安全危机( 见图 9) 。这一阶段，为保障供给和稳定粮价，国家粮食部门实施统购统销［16］，采取

“换购余粮”、“超购加价”等措施。1977 年我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2348. 2 公斤 /公顷，比 1949 年

1029. 3 公斤 /公顷增加 128. 1% ( 见图 9) ，食品短缺有所缓解。此阶段，我国食品生产、加工等环节

科学技术设备落后，科技支撑能力低下。“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发展停滞，

尚无农业部属院校建有食品学院，食品安全学科建设和科研投入严重不足，且我国农业科技三项

费用及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较低( 见图 2 ) 。此外，食品企业仅采用新入职员工体检、思想教

育、成绩考核等食品安全管理初级手段，尚未构建完善的管理制度与奖惩体系。
从监管制度与风险归因来看，1949 年卫生部内设公共卫生局，发布肉、蛋、粮等基础生活消费

食品卫生标准。1953 年政务院批准在全国各地广泛设立卫生防疫站，重点进行传染病监督等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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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49—1977 年我国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及

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注: 1950—1977 年的数据来源于

《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

性卫生管理。1956 年实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

造，工商业中各部门成为食品卫生主管部门，

食品卫生监管力度逐步增强。1959 年依托全

国各省公社卫生所建立卫生防疫组，形成初具

规模的食品卫生防疫监督网络。此时，政企合

一的管理体制使食品企业依照政府计划执行

食品种类、数量等指标，食品主管部门承担所

辖企业食品卫生管理职能，确保食品无毒无变

质及足量供给，食品安全监管逐步细化。此阶

段，我国 膳 食 消 费 结 构 以 植 物 性 食 物 为 主，

1952 年人均粮食消费量达 197. 67 公斤，其中

禽肉 0. 43 公斤、蛋类 1. 02 公斤，导致优质蛋

白不足、脂肪占比偏低等现象［17］。且居民饮

食状况单一引发营养不良、抵抗力差等风险隐患，消费者食品安全卫生知识匮乏，食品信息严重不

对称，食品消费环节中毒事件频现。可见，这一阶段因利益驱动引发偷工减料、违规掺假等食品安

全风险并不突出，食品企业质量安全控制客观条件局限、消费者消费环节食用不当是食品安全风

险主要归因。
从多方主体和健康素养看，媒体逐步发挥食品安全监督作用，1949 年《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等提供了食品安全信息平台，但媒体报道针对性不够，报道人员专业性不强等问题阻碍了

食品安全信息有效传递［18］。1958 年我国报纸总数达 1776 种，但文化大革命导致媒体发展停滞，

1968 年全国报纸总数仅为 42 种［19］，媒体对食品安全事件报道甚少。1973 年彩色电视节目播出增

加了食品安全报道生动性和多样性，仍局限于图片报道、电视新闻和口播新闻等形态［20］。食品安

全事件报道延迟性强、涉及面窄，媒体监管能力仍受局限。同时，食品安全行业协会、第三方检测

机构尚未形成，食品安全专业化、制度化监管系统尚未构建。此外，当时农村教育水平不尽人意，

1963 年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仅为 108 人，居民文化水平低下导致消费者食品安全知

识掌握有限、健康素养低，消费者食品安全监督参与意愿不高。
(二)发展阶段(1978—2002 年):经济社会发展，关注卫生安全

1978 年改革开放后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进一步践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国民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食品供给体系逐步优化，人

民群众开始关注食品卫生安全，食品安全监管重点从预防肠道传染病扩展到防止一切食源性疾

患。
从市场供给与科技支撑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粮食产量与农业经济双重提升，

1982 年和 1983 年中央一号文件相继强调展开并落实“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方

针，农民与市场对接加快，居民“菜篮子”日益丰富。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提高生产力水平，

疏理流通渠道”; 198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取消统购统销制度; 1986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适

用于我国农业的新品种、新技术”。随着人民产品需求及品牌意识提升，消费者对食品种类提出更

高要求。1988 年农业部开展“菜篮子工程”调整农副产品结构。1989 年我国针对初级农产品推行

有机食品认证。1995 年《人民日报》发表“论农业产业化”社论，“公司 + 农户”等经营模式大面积

推广［21］，“企业、配送端、连锁超市”三者结合的新型农产品流通模式开始发展。1999 年我国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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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加强对地标农产品保护工作。2000 年我国开始评选国家重点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已达 1242 家。2001
年我国实行“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并发布行业标准。同年，北京、广州等相继实施“农改超”计划，

扩大生鲜市场规模。2002 年农业部发布《动物免疫标识管理办法》要求“猪、牛、羊佩带免疫耳

标”，同时建立免疫档案管理制度，我国食品可追溯体系进入探索阶段。至此，我国农产品品类和

图 3 1978—2002 年我国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及

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注: 1978—1997 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

1998—2002 年的数据来源于 2007 年《中国统计年鉴》。

流通模式逐渐丰富，为后续食品质量安全提供

良好基础。此阶段，我国食品生产加工、检测

技术得到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无土栽

培设施相继投产，全国无土栽培面积从 1985
年的 7 公顷增至 2000 年的 100 公顷。1997 年

国家第一个农业示范区在西安市“杨凌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成立，标志着我国食品安

全科技支撑良好开端。随后，无冰保鲜等新型

科技提升了果蔬、水产品等流通环节质量安全

水平。此外，我国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不断增

加，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较为稳定( 见图
3) ，且 食 品 企 业 逐 渐 重 视 前 沿 食 品 安 全 标

准［22］，相继应用 HACCP、GMP 等国际标准［8］，

食品安全检测体系逐步规范。
从监管制度与风险归因来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保障食

品数量有效供给，同时也为食品安全监管带来新挑战。一方面卫生部门因管理资源不足导致食品

安全监管漏洞，另一方面行业主管部门与国营企业的从属关系导致消费者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1982 年通过《食品卫生法( 试行) 》改变了“食品生产经营主管部门为主、卫生部门为辅”监管格局，

卫生部门行使独立制定或批准颁发国家卫生标准等权力，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处于领导地位［23］。
1993 年国务院新一轮机构改革，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正式与轻工业主管部门脱离，政企合一模式消

失，食品安全监管开始向第三方依法独立监管的现代监管体制转变［24］。1995 年《食品卫生法》从

法律层面赋予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执法权力，明确了卫生部在食品监管中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

食品安全问题已由食品卫生问题发展到食品供应链质量安全问题，“食品质量安全”概念开始受到

重视。1998 年国务院将国家技术监督局改名为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监督食品生产流通环节

的质量违法行为，同时明确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农业部等食品安全监管职权，但二者职能交叉

问题严重。2001 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成立，分别负责生产、流通

领域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形成了一套相对统一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也为食品安全多部门分段

监管模式打下基础。二十世纪 70 年代广州有毒动植物引起食物中毒高达 250 起，占 48. 73%［25］;

1988 年上海甲肝大流行事件，因食用毛蚶肝中毒，导致至少发病 292301 例，11 人死亡; 1996 年云

南曲靖发生食用散装白酒甲醇严重超标的特大食物中毒事件，导致 192 人中毒，35 人死亡，6 人致

残; 1998 年，江西省发生因食用装过有机锡油桶中的猪油而中毒事件，导致近 200 人中毒，3 人死

亡［26］。可见，消费者认知水平有限、食品安全防控能力薄弱导致消费环节食用不当，是此阶段主要

的食品安全风险归因。
从多方主体和健康素养看，1978 年 1 月 1 日正式开设《新闻联播》节目，呈现我国政治、军事、

农业等方面的新闻，并对食品安全事件进行精准报道，拉开了我国食品安全媒体监管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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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创立的《中国食品报》针对食品生产消费等相关政策及国内外先进经验展开报道。1991 年

中央电视台首次播出 3·15 专题晚会促进消费者维权，监督食品企业产品质量安全。1992 年至

1999 年中央电视台相继创办《每周质量报告》、《天天饮食》等栏目，对食品安全事件及消费者食品

安全操作规范进行深度报道和详尽示范。此阶段媒体监管能力提升，但存在评论性报道匮乏、媒
体人员专业性不足等问题。同时，食品安全行业协会不断涌现。1981 年创立的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推进食品企业信息化建设，1984 年建立的消费者协会拓宽食品安全维权渠道，随后，中国蔬菜流通

协会等加强食品流通规范与产品基地建设。此外，食品安全检测机构初步发展，2002 年谱尼( PO-
NY) 测试集团成立，开展“三品”认证及农兽药残留检测工作。再有，此阶段我国教育水平不断提

升，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由 1978 年的 89 人增至 2002 年的 1146 人; 城乡居民营养状

况逐渐好转，以城乡居民合计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三大营养素占比为例，1982 年蛋白质含量

占比 11. 95%，脂肪占比 8. 62%，碳水化合物占比 79. 43%，2002 年该比例达到 14. 22%，16. 45%，

69. 33%，比例分配趋于均衡( 见图 4) 。可见，居民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者食品安全监督意愿与

健康素养得到提升。

图 4 1978—2002 年我国城乡居民每人每日营养素摄入量

注: 数据来源于 2014—2015 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

(三)关键阶段(2003—2012 年):伤害危机四伏，关注质量安全

迈进二十一世纪，我国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程度。2007 年国务院强调积极

发展现代农业。2008 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同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我国首部《国家粮食安

全中长期规划纲要( 2008—2020 年) 》。2012 年新华社指出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

给保障能力，同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抓好“三农”工作，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从市场供给与科技支撑来看，2003 年卫生部开展食品安全行动计划，初步建立食品污染监测

网络与食源性疾病预警体系; 200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扩大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生

产和供应”; 2005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建立规范有序、安全高效的农产品零售体系”; 2006 年中央

一号文件强调“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绿色食品和生态农业”; 2007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建立农产

品质量可追溯制度”; 2008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积极发展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加强农产品地理

标志保护”。201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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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发展。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由改革初期农户家庭经营主导的格局转变为现阶段多种经营

并存的格局［21］。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三品一标”建设工作，“三品”认证个数逐渐增加( 见图

图 5 2004—2012 年我国绿色、有机、无公害食品认证个数

注: 数据来源于 2004—2012 年

《中国农垦统计年鉴》，缺乏 2003 年数据。

5) 。2005 年我国组织实施有机食品国家标

准，逐步扩大“三品”产业［27］; 2007 年农业部

公布《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同时，我

国食品安全技术发展迅猛，2007 年凭借射频

识别技术完善肉牛生产全程质量安全可追溯

体系; 2008 年北京启用奥运食品安全追溯系

统［28］。随着快检技术、低温介入技术等技术

逐渐成熟，精密的检测仪器与便捷的检测手

段为食品质量安全提供保障［29］。此外，2009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进转基因生物新品

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

强调“加快农业生物育种创新和推广应用体

系建设”，2011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健全农

田水利建设”，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完

善农业科技创新”。农业部开展全国农业科

技促进活动，对 20 万基层农技人员展开知识

更新培训，稳固科技支撑基层力量［30］。
从监管制度与风险归因来看，2003 年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凸显食品安全监管市场失灵与政

府失灵，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强调对食品安全监管实行“分段监管为主、
品种监管为辅”监管体制。2003 年金华火腿违法添加敌敌畏，2006 年肯德基苏丹红事件等食品安

全事件引致消费者恐慌，食品安全监管面临严峻挑战。2009 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七次会议通过

《食品安全法》，进一步明确“分工负责、统一协调”的分阶段监管体制，卫生部重获综合监管、依法

查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职能，确立了农业部、食药监、卫生部等五部门按阶段行使监管权限的多

部门分段监管体制［23］。“食品安全”首次被赋予法律内涵并取代“食品卫生”概念。2010 年国务院

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取代卫生部成为更高级别的综合协调机构，并重点对“地沟油”和乳制品质量

安全进行综合整治，强化多部门分段监管模式，这一阶段，我国食品抽样检测合格率稳中有升，以

肉及肉制品、水产品及豆制品为例，2003 年肉及肉制品、水产品、豆制品抽样检测合格率分别为

86. 0%、88. 8%、87. 2%，2008 年分别增至 87. 6%、94. 0%、90. 5% ( 见图 6 ) 。研究数据显示，食品

安全事件在食品深加工环节发生频率最高( 38% ) ，其次为农产品初加工环节( 20% ) 及销售 /餐饮

环节( 17% ) ( 见图 7) ，且我国食品安全事件是由外部因素、不可抗力造成食物污染( 4. 4% ) ，生产

环节食品经营者过量使用农药、滥用添加剂等人为因素( 68. 2% ) ，从业人员认知不足或非主动性

过失造成监管漏洞( 10. 0% ) ，监管环节惩处制度尚未健全、执法人员徇私舞弊( 1. 1% ) 等多原因导

致［9］。可见，尽管此阶段行政执法力度有所加强，但监管流程尚未规范、利益相关者逐利严重仍成

为食品安全风险主要诱因［31］。此外，此阶段食品安全谣言初现，2011 年微博谣言“加碘食盐可防

核辐射”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短时间内引发加碘盐抢购风潮。信息不对称、公众关注度高、媒
体自律意识不强、政府监管不力是食品安全谣言的主要诱因［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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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03—2012 年我国食品抽样检测合格率

注: 数据来源于 2004—2009 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缺乏 2003，2010—2013 年统计数据。

图 7 2003—2012 年我国食品安全

事件在供应链上分布情况

注: 数据来源于文晓巍，刘妙玲《食品安全的诱因、

窘境与监管: 2002 ～ 2011 年》［9］。

图 8 2003—2012 年我国城乡居民

每人每日营养素摄入量

注: 数据来源于 2015 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

由于缺乏 2003 年数据，用 2002 年数据代替。

从多方主体和健康素养看，食品安全媒体监

督力度提升，2008 年《人民日报》针对“三鹿奶粉

事件”等重大食品质量安全事件进行翔实报道，但

此阶段媒体信息大多来源于政府部门及官员，消

费者 和 行 业 协 会 作 为 信 息 来 源 报 道 的 占 比 较

小［33］。随后，新华社、新京报等主流媒体随之纷纷

参与食品安全报道与披露。仅以 2011 年为例，除

去来自微博等新型媒体舆情信息，我国涉及“食品

安全”网络搜索量高达 261 万次［34］，此外，2003 年

至 2012 年，全国媒体报道食品安全案例共计 1592
个，其中，京华时报、新快报等来源于全国各地的

报纸、杂志等纸质媒 体 报 道 食 品 安 全 案 例 1235
个，中国新闻网、人民网等网络媒体报道食品安全案例 332 个，浙江在线等广播电视报道食品安全

案例 25 个［35］，网络媒体在食品安全监管中作用逐渐显现。商务部数据显示，2006 年我国 21% 的

超市引入第三方服务机构;“三聚氰胺”事件后，蒙牛委托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对产品进行第

三方检测［36］。可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行业地位逐步确立，保障了我国食品安全检测体系科学运

行。随着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我国居民食品安全信息获取能力与风险防范意识不断加强。2007
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作为提高人口健康素质的关键部分; 2011 年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开展第一届“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科普活动，此阶段我国城乡居民营养状

况更加均衡，以城乡居民合计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三大营养素占比为例，2002 年蛋白质含量

占比 14. 22%，脂肪占比 16. 45%，碳水化合物占比 69. 33%，2012 年该比例达到 14. 49%，17. 95%，

67. 57%，比例分配趋于合理( 见图 8) ，消费者健康素养进一步得到提升。
(四)共享阶段(2013—现在):实践高质量发展，关注营养安全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
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

工作重中之重，食品安全监管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党的十九大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让改革发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工程”，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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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食品优质供给与美好需求相匹配，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的重要保障之一。
从市场供给与科技支撑来看，我国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产品质量与效益持续提升，新型食品

经营主体不断涌现。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

指出“扶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

务院印发《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引导跨境电子商务主体规范

经营行为，承担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在此背景下我国生鲜电商平台发展迅猛，易果生鲜等知名生

鲜电商平台方兴未艾，B2C、O2O 等商业模式不断创新。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施食品安全

创新工程”，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健全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体系”，2018 年中央一号

文件强调“加强农业投入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同年我国粮食产量 66160. 7 万

吨，达近 5 年峰值( 见图 9 ) 。我国食品电商平台蓬勃发展，2013 年我国生鲜电商市场交易规模

为 126. 7 亿元，2018 年已达 2045. 3 亿元，约为 2013 年的 16 倍( 见图 10) ，市场供给水平不断提升。
同时，我国新兴食品安全技术创新驱动。2014 年广东食药监发布国内首个覆盖奶粉产销全环节的

婴幼儿配方乳粉电子追溯系统; 2017 年上海学校食品安全追溯管理平台对中小学生在校午餐进行

数字化跟踪; 2018 年京东物流加入全球区块链货运联盟，保证食品安全跨境应急能力。食品安全

先进技术得到长足发展，AＲ 增强现实技术等食品安全可视化技术领域不断扩大，PCＲ 技术等食品

安全检测技术不断成熟，食品营养安全保障体系得到有效支撑。
从监管制度与风险归因来看，2013 年新一轮机构改革整合原食品安全办、食药部门、工商部

门，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形成三位一体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提出建

设政府、法治、社会、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7］。2015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最

严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谨的问责保障食品安全。2016 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颁布实施《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规定生鲜电商平台建立食品经营者档案，

健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举报制度。2017 年“双 11”前，国家发改委会同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开展电

子商务领域严重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将首批 500 家严重失信电商企业黑名单在“信用中国”网

站公布。但由于产地溯源难、产品质量参次不齐、冷链物流窘境、网店信用和产品营销虚假、监管

不到位等原因而导致生鲜电商平台产品存在假冒伪劣、添加有毒有害物质等质量安全风险隐患难

以避免，猪肉鸭肉合成假牛排、“市场批发”变身“产地直供”无公害菜心等生鲜电商平台产品质量

安全事件屡见不鲜。因此这一时期食品安全风险归因更加错综复杂。

图 9 1949—现在我国粮食总产量和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注: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图 10 2013—现在我国生鲜电商市场交易规模

注: 数据来源于亿邦动力网

http: / /www. ebrun. com /20190703 /340313.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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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方主体和健康素养看，“互联网 +”时代政府、企业、消费者等多方主体借助微博、微信等

社交媒体进行食品安全风险交流［38］。在食品伤害危机背景下，借助互联网传播扩散、未经官方权

威证实的食品安全网络谣言不时爆发。2017 年腾讯推出微信辟谣助手进行食品安全网络谣言精

准辟谣; 2019 年《中国食品安全报》建立微信公众号，解读食品安全新闻热点和政策法规。此外，食

品安全第三方行业协会不断增加。2015 年中国食品辟谣联盟成立，推动“互联网 +”食品安全检验

检测。2016 年中国辟谣论坛成立，优化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监管。此阶段，我国食品浪费现象严重，

饮食结构不科学、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疾病发病率不断上升，食品营养安全问题得到高度重视。
2013 年以来我国陆续开展消费者营养安全教育培训，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国民营养计划( 2017—2030 年) 》等文件，将食品营养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学者们对“食品

安全”的关注也逐年增加，以中国知网为例，以“食品安全”为主题进行检索，1950 年发表的科研论

文仅为 1 篇，1990 年为 40 篇，2003 年为 1551 篇，2018 年已达 7143 篇，约为 1990 年的 178 倍。
2019 年中宣部发布“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用文字、视频的形式向消费者科普安全食品种类、膳食营

养参考摄入量指标等食品营养安全知识，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不断完善。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国食品安全经历了从关注食品数量安全( 1949—1977 年) 到

关注食品卫生安全( 1978—2002 年) ，从关注食品质量安全( 2003—2012 年) 到关注食品营养安全

( 2013 年—现在) 的演变( 见图 11) 。

图 11 我国食品安全演进脉络

四、我国食品安全实践特征及关键问题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以来，经济社会繁荣发展，我国食品安全领域成就瞩目，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求逐渐满足，但由于关键控制点增加、信息不对称明显、伤害危机防控难、全方位治理
艰巨和市场体系繁复等弊端引发的食品安全风险仍然不容小觑。由此，亟需深入剖析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我国食品安全实践特征，揭示食品安全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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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品安全供应链环节长，关键控制点增加

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了我国食品国际贸易进程，促使食品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食品生

产向精深加工发展，食品流通供应链环节更长，遍及全国乃至全球。例如，全球化食品供应链生产

加工涵盖原料采购、品质验收、清洗分割、熟化加工、冷藏冷冻、分级包装和出厂检验等众多环节，

这些环节在更大的市场范围里进行资源最优配置，因此食品安全风险在食品原料生产、加工处理、
运输配送、第三方认证等关键控制点方面面临质量安全标准差异［39］，认证信息可信度低，追溯召回

机制不成熟等窘境。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从食品供应链源头环节延伸至流通和

消费环节，从粮食重金属元素过量、坚果霉菌毒素超标等食源性风险到食品原料过期变质、超量使

用农药激素等人源性风险，从“上海甲肝病毒毛蚶”、“安庆剧毒农药包子”等过失型食品伤害危机

到“北京苏丹红鸭蛋”、“河北三聚氰胺奶粉”等蓄意型食品伤害危机，食品安全领域关注重点从数

量安全向卫生安全、质量安全和营养安全不断演进。
(二)食品安全风险隐匿性强，信息不对称明显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国网络经济不断发展，电子商务网络虚拟性增强使食品搜寻品、经验品

和信任品特征凸显，食品安全信息不对称加剧导致风险隐匿性更强。一方面，食品生产加工工艺

愈加复杂，食品科技含量不断增加、种类日趋丰富，而生产者制假冒假、以次充好，批发市场蔬菜准

入检测缺失重金属、微生物检测项目，经营主体食品标签保质期、营养成分等信息虚假等问题层出

不穷，食品供应链信息共享机制不畅通，消费者由于食品知识掌握有限难以甄别食品安全信息，即

使知晓，也维权面临“渠道匮乏”和“动机匮乏”窘境。另一方面，我国社会诚信氛围、食品企业诚信

档案建设、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等有待进一步完善，政府治理成本高，生

产者主体分散、流动性强，消费者食品伤害事件滞后性显著等引发食品安全信息不对称加剧，监管

盲区不断涌现。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网络谣言盛行，其传播内容庞杂、路径多样、受众广泛［40］，微

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凭借扁平化的组织特征与开放性的线上关系网络，成为谣言藏匿的良性土壤，

且谣言传播往往冠以“专家披露”等名号，普通消费者难以辨别真假，引发专家学者与消费者之间

信任危机。食品安全风险由场景实体化扩展到平台虚拟化，由供应链单一环节拓展为多元环节，

隐匿程度不断提升。
(三)食品安全科技涌现性强，伤害危机防控难

新中国成立 70 年我国食品科技日新月异，然而新型食品技术研发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为食品

产业注入新动能，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食品伤害危机爆发频次，增加了食品伤害危机事前防控

和事后修复难度。首先，食品生产科技进步加剧了食品质量安全风险伤害性。例如，转基因技术

干预自然进化进程，加速原始物种消失; 以石油、天然气等为原料的农膜、抗生素、生长素等农业用

品难降解［41］，导致土壤肥力下降、重金属含量超标; 水产品物流保鲜技术不足引发大肠菌群检验超

标等危机，严重危害消费者人身安全。其次，随着食品精深加工科技推广，人工甜味剂、面粉增白

剂、膨松剂等食品添加剂持续摄入，对消费者人体机能产生渐进性伤害。再次，食品流通冷链物流

技术突飞猛进，而气调储藏技术指标难以确定、无水保活技术标准难以统一，真空预冷技术运行环

境有限等问题，导致“放心”使用“高端技术”，更易产生“问题食品”，此外，田间预冷技术成本高

昂、低温加工技术普及困难及常温卸货现象频现等问题导致冷链断链问题严重［42］，引发食品品质

降低，食品伤害防控难度日益提升。
(四)食品安全区域差异性大，全方位治理艰巨

新中国成立 70 年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农业生产力极大提高，然而我国食品产业区域发展

不平衡，东部地区食品产业化龙头企业蓬勃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完善，耕地集约化水平较高，中西

部地区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小、多、散现象严重，农业生产稳定性弱，耕地细碎，劳动力大量流失［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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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地区差异显著。一是区域资源差异性显著。我国东部沿海农作物种植优势明显，产品类型更加

丰富［44］，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等迅猛发展; 西北地区有机畜牧业发展势头良好。但我国部分地区过度

开采地下水，农药化肥的过量投入引发耕地土壤肥力下降、食品源头污染问题导致食品安全风险增

加。其次，区域经济差异性显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农民收入初始值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居

民饮食结构由主食型向副食型转变较快，食品安全监管基础资源建设能力强，信息传递更为便捷［45］。
再次，区域政策差异性显著，20 世纪 90 年代“农改超计划”、2008 年“学校食品卫生安全专项整治行

动”、2019 年“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等前沿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多起源于北京、广州、上海

等东部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区域食品安全监管政策不均衡，为全方位监管迎来挑战。
(五)食品安全利益相关者众，市场体系愈繁复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随着食品产业转型升级，食品市场基数

大，食品安全利益相关者众多，食品市场供给和监管更复杂。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食

品原料供应主体方兴未艾，农产品超市、生鲜电商平台及跨境电商平台等食品流通主体相继涌现，

自营物流和第三方物流等食品配送主体不断发展，食品安全相关利益主体在交易方式、经营理念

和制度规范等方面存在差异，部分食品供给主体在短期经济利益驱动下违法使用添加剂、生产销

售假冒伪劣食品。食品安全监管经历从各部门分散监管到政府、媒体、企业、第三方机构和消费者

多元主体社会共治的变迁，当前我国仍然存在监管部门业务衔接不畅，检测体系有待优化等问题，

导致信息孤岛、信息过滤、消极合作等问题难以避免［46］。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媒体发展到互联

网时代微信、梨视频等社交媒体，食品安全媒体监督成为食品安全信息披露重要来源之一，但媒体

权威性不足、专业性不强等原因诱发食品安全谣言传播和信任危机。食品安全检测检验机构、第
三方行业协会等主体不断涌现，但人员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有待提升。食品安全相关利益主体关

联性强，食品市场愈加繁复。

五、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愿景与对策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国食品产业发展迅速，人民消费水平日益提高，而食品安全风险仍面临

供应链、隐匿性、科技性、区域性及利益相关者等问题，面对食品安全领域新变化及新挑战，亟需落

实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愿景，聚焦整合部门新链条，开拓“互联网 +”新渠道，推广人工智能新技术，

倡导健康中国新理念，践行社会共治新体制，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现代化发展之路。
(一)整合食品安全部门联动新链条

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首先要理顺监管主体职责职能，实施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联动，形成监

管合力。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进“跨部门联合监管”，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

安全工作的意见》强调各级部门“加强全链条、全流程监管”。一要整合各部门食品安全监管资源。
立足食品安全风险关键控制点建立权责明晰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推进食品安全监管资源向基层

倾斜、提升监管效率，实现食品安全集中监管与日常监督无缝对接。二要加强各部门食品安全信

息交流。依托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构建食品安全信息交流平台，实现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实时

共享风险识别和风险预警信息，为实施有效的风险防控措施提供信息支撑。三是健全食品安全信

息披露机制。营造社会诚信建设，推进食品企业信用档案建设，完善食品企业失信公示制度和违

法问责制度，加强食品安全舆情管理，完善政府、食品企业、第三方机构、媒体和消费者等多主体、
多部分监管新链条。

(二)开拓食品安全“互联网 +”新渠道

在运用新技术新模式改造传统产业的政策背景下，2019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

品安全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调“推进‘互联网 + 食品’监管”。首先是拓展食品安全网络治理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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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推进食品安全数字化、智能化监管模式创新，推广食品企业资质认证网络系统，健全食品安全
消费者维权网络渠道。其次是建设食品安全网络追溯体系。推行食品安全二维码标签等加强信
息网络识别，推广食品安全人工智能小镇等完善信息化监管体系，研发“食安检”APP 等拓展食品
安全智慧管理系统，构建“食品安全云”等保障大数据全链条追溯，强化食品伤害危机数据分析与
责任追踪，健全食品召回机制。再次是健全食品安全网络谣言治理机制。完善监管部门政务公开
信息平台，遏制谣言传播空间，构建食品安全网络谣言动态监测体系，研发数字化谣言案例库，推
广智能辟谣推送系统，调动政府、食品企业、第三方机构、媒体和消费者共同加强食品安全网络谣
言事前防控和事后修复。

(三)推广食品安全人工智能新技术

人工智能作为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新引擎，是促进食品安全新技术的核心驱动力。既要聚
焦食品安全基础性、创新性技术研究，针对食品生产技术制定操作度量标准、加工技术制定危害防
控因素、流通技术制定动态考核规范、消费技术制定反馈修复机制，构建切实有效的食品安全技术
评价体系; 又要研发推广食品安全新型高端技术，种植养殖环节研发智能测土配方施肥、精准育苗
施药技术，储存加工环节研发智能图像识别、温度监控技术，流通消费环节研发智能无人配送、信
息追溯技术，加强技术链与供给链深度融合。同时，搭建食品安全人工智能技术交流平台，保障科
研单位与涉农企业有效对接，提升创新成果转化率; 优化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激发食品安全科研
人员创新活力; 以人工智能技术突破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全面推广普及，引领智慧农业、数字农业
综合效应提升，提高我国食品安全整体水平。

(四)倡导食品安全健康中国新理念

《国民营养计划( 2017—2030 年) 》强调“制定以食品安全为基础的营养健康标准”，健康中国
战略有效实施以食品营养安全为重要前提。新中国成立 70 年我国食品安全从数量安全、卫生安
全、质量安全演进为营养安全，满足“共建共享、全民健康”美好需求，构建健全的营养标准和丰富
的营养体系。一是优化食品营养安全新供给。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基础及市场需求特征，落实食品
产业绿色发展理念，构建高科技、低污染、少能耗的农业产业结构，丰富食品种类结构及营养价值，

保障健康食品优质供给。二是科普食品营养安全新知识。结合我国地域资源禀赋与传统饮食习
惯差异，因地制宜编撰食品营养安全与健康膳食手册; 建立食品营养安全科普基地，促进健康中
国、膳食平衡等科普信息立体化展示; 依托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开展食品营养安全周、知识竞赛
等整合营销传播活动。三是开拓食品营养安全新格局。立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实际，优
化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化食品安全战略布局，加强西部健康营养食品优质供给，

实施东部健康食品品牌战略。同时，完善贫困地区配餐制度，开展学校健康食堂建设，加强食品安
全风险筛查与食品营养安全科学传播。

(五)践行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新体制

我国食品安全战略明确提出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强调“生产经营者自觉履行主体责任，政
府部门依法加强监管，公众积极参与社会监督”的落实思路。一方面，大力培育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多元主体，完善政府监管、企业自律、媒体监督、第三方机构约束和公众参与社会共治体系，创新风
险管理、科学考评、权责相匹、典型示范等多元主体共治机制。另一方面，借助多元主体信息优势
完善多渠道信息交流反馈机制，聚焦重点品类、重点区域、重点场所，依托云计算、物联网等高尖端
技术，开展覆盖面广、可行性强的技术监管模式。此外，营造“人人有责、人人参与”食品安全社会
共治氛围，坚持消费者食品安全治理主体地位，推广健康“三减”烹饪模式，加强“三健”科普教育宣
传，普及吃动平衡生活方式，针对婴幼儿、学生、老人、孕妇等特殊人群开展健康生活专项行动，引
导公众形成自觉自律的健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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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Safety Evolution，Features and Vision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ZHANG Bei，MA Ｒu-qiu，LIU Kai-ming
(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South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2，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
ple' living standards，food safety has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s well．
Based on the system logic of “”environmental change-element emergence-practice characteristics-evolu-
tion trend”，the food safety evolution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PＲC is divided into four sta-
ges: the germination stage，the development stage，the key stage and the sharing stage． Based on the“
affair law，matter principle and human art”system approach to analyze the supply，technical support，
regulatory system and risk attribution，multi-subject and health literacy of China's food safety market，re-
veal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key issues in China' s food safety practice． Finally，in the face of new
changes and new challenges，we propos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social co-governance in the
food safety．

Key Words: food safety; food quality; food hygiene; health China; social co-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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